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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幸福感量表簡式中文版信效度及測量

不變性：以大學生為樣本並兼論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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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是獲得更多有關 Li（2014）18題簡式中文版心理幸福感量表的信、效度訊息，

二是進行跨樣本交叉效度及跨時間測量不變性的檢定。研究樣本有三套，以大學生為對象，分別命

名為樣本一、樣本二及共同樣本，人數分別為 442、349、394位參與者。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技術來

處理資料。研究發現，符合理論架構的六因素斜交模型獲得良好的適配；在信度方面，分量表內部

一致性α係數在 .73 ~ .87，總量表高達 .91；分量表間隔 2 ~ 3週的再測信度介於 .59 ~ .65，總量表

則達到 .70。在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在 .65 ~ .92，具有聚斂效度，而因素間的相關性在 .30 ~ .72，

通過區辨效度的檢驗。另外，跨樣本的交叉效度亦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而測量不變性檢驗亦獲得

因素負荷量及截距在跨時間上符合量尺不變性及純量不變性的要求，有利於構念在跨時間上的因素

間關係比較及因素平均數比較。

關鍵詞：心理幸福感、交叉效度、純量不變性、測量不變性、量尺不變性

壹、緒論

人類自古以來便努力與周遭的人事物環境進行接觸交流，希望獲得生活上的舒適快

樂，並進一步達成個人理想的實現，因此發展出兩種哲學思考方向，一種是對快樂原則的

重視，另一種是強調潛能發展的追求。這兩類取向形成兩種幸福感研究主流，在概念上相

關但實徵上則不同（Keyes, Shmotkin, & Ryff, 2002）。無論是何種取向的幸福感研究，欲
將複雜的幸福感構念進行科學化測量是一種挑戰，尤其是良好的心理計量實務，通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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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四十六期

每個構念須有多個測量試題或觀察指標來評估，而主要構念通常又包含數個相關但有區別

性的次構念，因此使得部份量表的長度頗為可觀。從內部一致性信度的觀點而言，試題數

目多的量表之信度通常不低；從內容效度的觀點而言，量表試題的編寫過程通常須有特定

主題之心理學理論為依據，以保證所測量的構念不會偏離預定主題。如此一來，在上述質

性效度及量化信度的配合下，曾經出現包含六向度（構念／因素）長達 120題的心理幸福
感量表（Ryff, 1989b），乃至後來的 84題版（Ryff, Lee, Essex, & Schmutte, 1994）。然而，
早在 19世紀末 20世紀初，利用因素分析將抽象構念加以捕捉的做法就已經出現（Mulaik, 
2010），逐漸成為評估量表建構效度的重要技術，一般稱為探索性因素分析。但是，這種
分析方式對於長題數多構念的量表而言，通常無法獲得試題與構念間歸屬一致的驗證結果

（Kafka & Kozma, 2002），這對於未能提供較佳因素分析結果之量表而言頗為不利，尤其
是心理測驗學強調健全的量表應該提供合理的量化效度證據，以利客觀科學研究的進行。

隨著時代的演進，出現結構方程式模型方法學，可利用預設理論模型將量表所收集到

的樣本資料模式化，藉由模型與資料的適配情形及相關參數的解讀，來提供量表建構效度

乃至其它信度證據，一般稱為驗證性因素分析。這改善了早期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缺

點，例如容易因樣本不同而產生聚焦問題、萃取或轉軸方式選用不一致、因素結構係數與

因素組型係數的誤用等等（Mulaik, 2010）。因此，驗證性因素分析改進這些缺點，並提供
了許多有利量表信效度檢證的方式（Brown, 2006; Kline, 2011; Richardson, Ratner, & Zum-
bo, 2009）；例如：測量／因素不變性（measurement/factorial invariance）的檢定，就必須
在驗證性因素分析架構下才能同時完整進行。然而，即使如此，在實務上，過多試題仍然

使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出現適配指標不佳的可能性大增，理由是，即使是參酌相關理論所

編製出的試題，或多或少都可能包含一些非研究預期的構念，這些非研究預期的構念會導

致試題測量殘差間出現可能的相關，迫使正確模型與樣本資料的適配度隨著試題增多而越

糟。事實上，從驗證性因素分析技術來看，在多構念量表中，每個構念只需兩個試題即可

讓模型獲得辨識，但考量可能出現其它實務上的辨識問題，Brown（2006）建議每個構念
最少有三個測量（觀察）指標，而 Little（2013）也認為具三個觀察指標的構念就好比是
有三條腿的凳子，十分穩當，甚至比四條腿的凳子安穩。雖然 Ryff 與 Keyes（1995）曾
將心理幸福感量表精簡為 18題版本，但卻有信度過低的疑慮。因此，Li（2014）將 Ryff
等人（1994）的 84題心理幸福感量表翻譯後，在原量表六向度架構下，以中老年人為樣
本，重新選出 18題的簡式中文版本，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確認後，獲得較佳的信效
度訊息。本研究目的除了以大學生樣本再次驗證此量表的模型適配度以及擴展其它信效度

訊息外，將進一步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本量表具有跨樣本的交叉效度（cross val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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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以及確認本量表在跨時間上具有測量不變性，以利跨時間的量表分數比較具有意義。
遠在古希臘時代就曾經出現兩種與幸福感有關的哲學思想，一個是被稱為伊比鳩魯

（Epicurus）的派別，主張生存原則是避免痛苦和尋求快樂，被稱為快樂主義（hedonism）。
另一學派以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為代表，認為理性積極 （eudaimonia）在本質上就是愉
快的來源，也是善的至高境界；個體會積極追求自身潛能的實現，以達到出色及完美，此

派學說被稱為完善論或理性積極的幸福主義（eudaimonism）。這兩派學說的論點持續到
十八、十九世紀時，快樂主義的思想與洛克（Locke）等人的經驗主義哲學產生連結，以
感官的覺受為經驗來源，形成主觀幸福感 bottom-up模式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面，理性積
極的幸福主義則與康德（Kant）等人的理性主義哲學一致，鼓勵個體努力追求理想實現或
以道德完美為目標，並主張人類先天就有一種解釋生活經驗的存在，形成主觀幸福感 Top-
down模式的理論依據。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積極幸福的追求並不強調逃避受苦，受苦對
個體而言可能是達到完美或真理的必經之路（更多這兩種派典的討論請參考 Joshanloo, 
2014; Keyes et al., 2002; Ryan & Deci, 2001; Shmotkin, 2011; Waterman, 1993）。
近代 Diener（1984）提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這個術語，而「主觀」

兩字強調幸福應該是來自個體自身主觀感受，而非來自他人客觀衡量，可說是在某種程度

上承襲了伊比鳩魯學派的快樂主義傳統。而 Diener、Emmons、Larsen 和 Griffin（1985）
接著編製了 5題的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將認知和情感
的成分納入考量，被視為是簡單且常用的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此後主觀幸福感逐漸形成

一個重要的學術主題，例如Wu 與 Yao（2006）曾使用臺灣大學生樣本對此量表進行性別
的因素不變性檢定。然而，由於主觀幸福感的測量過於模糊，包括快樂、生活滿意度、正

負向情感、生活品質、士氣、自尊等等，都常用來單獨地作為對主觀幸福感的量測或定

義（如 Stanton, Sinar, Balzer, & Smith, 2002; Steel, Schmidt, & Shultz, 2008所做的分類），
Salmela-Aro 與 Schoon（2005）亦建議相關幸福感術語的使用須有一致性，避免紛雜。

而早在上世紀 80年代末期，Ryff（1989a, 1989b）也認為主觀幸福感的定義不夠嚴謹，
沒有理論基礎來作為主觀幸福感的內涵，因此，她將過去傳統主觀幸福感過於模糊的一面

重新予以嚴謹的定義確認，偏重將主觀幸福感重新定義為較理性積極的（eudaimonic）層
面，因而提出「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術語，使得未來從事主觀幸福感
的研究可以有較為精確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從 Ryff定義所發展出來的量表依然是需
要受試者以自陳方式進行主觀的評價，因此，仍然可視為是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只是關注

焦點在受試者理性積極的心理功能層面上，承襲了亞理斯多德、康德學派的論點。

Ryff定義的心理幸福感整合了更早期學者所提出的關於正向心理健康功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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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發展心理學中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psychosocial stages）（Erikson, 1959）、
Bühler的基本生活傾向（basic life tendencies）（Bühler, 1935; Bühler & Massarik, 1968）、
Neugarten的成人及老年人格變化（personality change）（Neugarten, 1973）等觀點來闡述
幸福是橫跨生命全程（life span）的持續成長軌跡；另外，從臨床心理學中，藉由 Maslow
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概念（Maslow, 1968）、Allport的成熟（maturity）（Allport, 
1961）、Roger的功能發揮的人（fully functioning person）（Roger, 1961）、Jung的個體化
（individuation）（Jung, 1933）以及 Jahoda的正向心理健康（Jahoda, 1958） 等觀點提供對
幸福更一步的描述。Ryff整合上述觀點為心理幸福感的理論結構，其結構包含以下六個向
度（Ryff, 1989a, 1989b）：（1）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 SA）：對自我擁有正向的態度；
承認並接受自我的多個面向，包括好的及壞的特質；對於過去的生活有正向感；（2）正向
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 PR）：與他人有溫暖的、令人滿意、信賴的關係；關
心他人的福利；能夠有強烈的同理心、情感與親密性；（3）自主（Autonomy, AU）：自我
決定及獨立；能夠抵抗社會壓力造成的想法及行動；從內在調整行為；用個人的標準來評

價自我；（4）環境精熟（Environmental Mastery, EM）：對於環境的掌握具有精熟及勝任感；
控制大量複雜的外在活動；有效利用周遭的機會；能夠選擇或創造適合個人需求及價值的

背景脈絡；（5）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 PL）：生活有目標及方向感；感覺目前及過去
的生活有意義；堅持具有生活目的之信念；生活有目的及目標；（6）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 PG）：有持續發展的感覺；視自我在成長及擴展中；對新經驗開放；有實現潛能
的感覺；自我及行為隨著時間進步；改變的方式能反映出更多的自我知識及效能。更詳細

地說，自我接納是心理健康的中心特徵，也是自我實現、功能發揮及成熟者的特點；生命

全程理論也強調接受自己及過去生活的重要性。正向關係中的愛人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中心

成分，自我實現者對所有人類都擁有強烈的同理及情感，而成熟者的標準之一則是能夠與

他人建立溫暖關係，且成人發展階段理論也強調親密關係的發展任務。自主被認為與自我

實現者表現出自治功能及抵抗文化適應有關，功能發揮的人會顯示出內控評價的特徵，而

個體化則涉及從傳統中釋放，不再抱持集體的恐懼、信念及大眾主義，這種轉向內在的過

程在人生晚年也被生命全程發展論視為是一種免於常模掌控日常生活的自由感。環境精熟

涉及成熟者應具有能參與外在於自我的明顯活動之能力，生命全程發展論也要求個體需具

有操控複雜環境的能力，而擁有能力去選擇或創造適合自己精神條件的環境也被定義為是

心理健康者的特徵。生活目的是心理健康者具有的一種對生活懷有目的及意義感的信念，

成熟的定義強調對生活目標的清楚理解、具方向感及企圖性，而生命全程發展論認為生命

過程中會有不同的目標追求。個人成長需要自我實現及瞭解自身潛能，而非停滯不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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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經驗的開放也是功能發揮者的特徵，且生命全程發展論也強調持續成長並面對不同階

段的挑戰或任務。

就實務操作層面來說，Ryff所編製的心理幸福感量表最原始版高達 120題（Ryff, 
1989b），隨後也出現稍短的 84題以利使用（Ryff et al., 1994），此外，為了提供驗證性因
素分析的效度訊息，Ryff 與 Keyes（1995）將之精簡為 18題的版本。然而，此版本雖然
在一階六因素結構或包含二階一因素結構的模型適配度上勉可接受，但各向度內部一致性

信度α係數太低，僅在 .33 ~ .52之間，其他研究亦發現此版本相似的問題（余民寧、謝
進昌、林士郁、陳柏霖、曾筱婕，2011；Cheng & Chan, 2005; Clarke, Marshall, Ryff, & 
Wheaton, 2001; Van Dierendonck, 2004），以致於隨後各國研究者相繼進行各種精簡版的發
展工作，例如 Fernandes、Vasconcelos-Raposo 與 Teixcira（2010）選出 30題的葡萄牙文
版，Van Dierendonck（2004）選出 39題的荷蘭文版；Cheng 與 Chan（2005）選出 24題
的中文版。然而，這些版本仍然都有一些信效度的問題存在，例如 Cheng 與 Chan（2005）
根據在儘量提高各向度信度的原則下進行選題，但卻仍然導致因素負荷量太低的問題，其

中有三題在 .30 ~ .36，五題在 .41 ~ .49，僅一題達到 .70，他們認為部分試題仍有重新修
飾的必要。因此，Li（2014）重新翻譯 84題版本，他認為 84題版在質性編題的過程中
已有一定的專家效度（Ryff, 1989b; Ryff et al., 1994），所以，透過幾位專家進行倒譯程序
後，直接利用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選題，在考量內部一致性信度及因素負荷量後，選出 18
題的中文新版本，各題因素負荷量在 .55 ~ .80，各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α係數在 .60 ~ 
.74。以下分析將針對這個版本在大學生樣本上的信效度、跨樣本測量不變性（交叉效度）、
以及跨時間的測量不變性進行檢定。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及設計

樣本來源為中部一所大學修習心理學相關課程的大學部學生，主要以大學一、二年級

學生為主，課程包括普通心理學、視覺心理學、醫學心理學、心理疾病學、心理統計學、

心理測驗學等，請心理系任課老師幫忙施測及宣導，說明學生有權選擇不填問卷且與個人

成績無關，但願意參與的學生可獲得高級原子筆的酬賞。共施測兩次，間隔 2 ~ 3週的時
間，問卷回收後，由於部分學生同時修習好幾門這些課程，因此，先將同一次施測期間在

不同課程重覆填寫的少數參與者問卷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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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後發現，第一次施測共獲得 442位有效樣本，本研究將之稱為樣本一資料，其中
男性 146位，女性 296位；第二次施測共獲得 743位有效樣本，在扣除了與樣本一共同的
樣本後，獲得 349位未重複的樣本，本研究將之稱為樣本二資料，其中男性 158位，女性
191位。兩次施測都有填寫的學生共 394位，本研究將之稱為共同樣本，其中男性 128位，
女性 266位。樣本一及樣本二的參與者未重複，而共同樣本則是跨時間的同一群大學生樣
本，這三個樣本之間的參與者都未重複，故總共有 1185人。樣本一施測的量表包括心理
幸福感量表 18題版、生活滿意度量表、正負向情感量表。樣本二施測的量表包括心理幸
福感量表 18題版、自尊量表。對共同樣本而言，上述量表都會施測到，且心理幸福感量
表更是跨時間被重複施測。

研究樣本的規劃是根據本研究的兩個目的所進行的設計考量，一是針對 Li（2014）的
18題心理幸福感版本在大學生樣本上的信效度檢驗，乃利用樣本一及樣本二分別進行驗證
性因素分析，以提供適配度、因素負荷量、聚斂及區辨效度、組成信度等訊息，並利用共

同樣本提供間隔 2 ~ 3週的再測信度。此外，也針對不同樣本所施測的其它量表，提供效
標關聯效度及區辨效度等證據。二是針對 Li的心理幸福感版本檢定其交叉效度及測量不
變性，利用多群組結構方程式模型檢驗該量表各參數矩陣或向量在組間的恆等性，以呈現

樣本一及樣本二間具有交叉效度的程度，以及在共同樣本上的跨時間測量不變性結果。

二、研究工具

（一）心理幸福感量表18題版

Ryff等人（1994）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共 84題，即每向度 14題，該量表涵蓋六個向度，
即六個分量表，以李克特氏六點量尺的形式來計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2代表相當不符
合、3代表有點不符合、4代表有點符合、5代表相當符合、6代表非常符合。本研究透過
三位心理學家及一位英語專家的協助，並參考過去的翻譯版本（董智慧，1998），將 Ryff
提供的 84題心理幸福感量表重新翻譯完成，同時也進行倒譯的程序，針對差異較大的部
分進行檢視及討論。

在翻譯過程中，儘量按照字面句子的用語來翻譯成對應的中文，若按照原句的意義來

翻譯可能會有很多句子的語意太過接近而無法區辨，即便如此，在 84題翻譯完成後，再
請幾位熟識的成年人試答，仍有許多人不耐煩的表示：「怎麼都在問同樣的問題？」，這也

是本研究在翻譯此量表時感受到的現象，即同一向度 14題中，嚴格來講，各題內容雖然
保有必要的差異性，但這些語句差異性對於一般成年人而言，仍然感到十分雷同，這與一

般認知心理學教科書提到的人類訊息處理原則頗為一致，亦即以意義性來收錄訊息而非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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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按字面敘述來記憶。因此，對於意義十分接近的試題一直出現，受試者會容易煩躁，故

有縮減試題數的空間。另外，有部分成人反應：「問卷試題問得很奇怪」，推測其原因，可

能是部分試題因東西文化不同而產生的用語差異。因此，將其中幾個較爭議的句子改採華

人較常用的表達方式來翻譯。例如：原量表第 1題「Most people see me as loving and af-
fectionate」，若照字面來翻譯「loving」、「affectionate」這兩個形容詞，可能很不符合華人
的常用語，華人很少會用「可愛或令人喜愛、熱情」來形容成年人，更何況是對男性。因

此，我們討論後，在不違反該向度「正向關係」（PR）的原則下，決定將之翻譯為更常見
的用語，即「大多數的人認為我是平易近人的」。又如原量表第 82題「There is truth to the 
saying that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若按照字面翻譯，可能會引起中老年人
強烈的反感，導致量表信效度降低。因此，在「個人成長」（PG）這個向度下，將之翻譯
為「<人要是老了，就學不會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句話是對的」，盡量減少歧視成份的出
現，應較為適當可行。

最後，在不違反 Ryff心理幸福感六向度的原則下，利用中老年人為樣本獲得新的 18
題心理幸福感量表（Li, 2014），每個向度三題，依序為 PR、AU、EM、PG、PL、SA，信
效度訊息如文獻探討所述。目前，本研究將再以大學生為樣本進行信、效度及測量不變性

的檢測，並於附錄一摘要 1185位大學生樣本合併後的描述統計。

（二）生活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採用 Diener等人（1985）發展的 5題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生活滿意度量表是傳統主觀幸福感定義下常使用的測量工具。SWLS為單
一因素量表，以李克特式 7點量尺計分，從非常不同意 1分到非常同意 7分。因素負荷量
在 .61 ~ .84，它與測量主觀幸福感的其它量表之間有中等程度相關，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
效度；而該量表試題與總分的相關在 .61 ~ .81，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SWLS在樣本一
的內部一致性α信度係數為 .87，因素負荷量在 .56 ~ .88，在本研究中主要是用來提供 18
題心理幸福感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及區辨效度證據。

（三）正負向情感量表

本研究採用 Bradburn（1969）編製的平衡式情感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 ABS）共
有 10題，包含 5題正向情感，5題負向情感。在內部一致性信度上，正向情感的題間相關
在 .19 ~ .75，負向情感的題間相關在 .38 ~ .72，間隔三天的再測信度分別為 .83及 .81；且
正負情感兩個分量表間的相關低於 .10，顯示區辨效度良好。該量表中文版取自楊中芳譯
（1997/1991），原量表以是／否二元方式計分，本研究將之改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



134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四十六期

4點量尺來計分，較適合連續構念的測量。ABS在本研究樣本一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係
數分別為 .66及 .63，因素負荷量除了負向情感的最後一題為 .25外，其餘都在 .43 ~ .71。
ABS也將用來提供 18題心理幸福感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及區辨效度證據。

（四）自尊量表

本研究採用 Rosenberg（1965）編製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係奠基在
自我接納及自我價值感上所發展出來的簡短量表，為單一因素共 10題，以李克特式 4點
計分，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其中第 3、5、8、9、10題為反向
題。該量表中文版亦取自楊中芳譯（1997/1991），其內部一致性α係數在 .77 ~ .88，間隔
1 ~ 2週的再測信度在 .82 ~ .85。而 SES與自信的相關為 .65，與學業自我概念等方面的相
關在 .18 ~ .40，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SES在樣本二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為 .88，因
素負荷量在 .43 ~ .79，在本研究中也是用來提供 18題心理幸福感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及
區辨效度證據。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利用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中的測量模型，採
用 LISREL 8.8版軟體，以預設的最大概似估計法來進行參數估計。分別驗證樣本一及樣
本二的模型適配度及信效度，並使用多群組 SEM進行測量不變性或稱因素不變性／相當
（factorial invariance/equivalence）檢定，來評估 18題心理幸福感量表在樣本一及樣本二的
測量不變性（交叉效度）、以及在共同樣本跨時間的測量不變性結果。

以跨時間測量不變性（longitudinal measurement invariance）檢定為例，它關心的
重點是構念在時間上觀察到的變化是真正的改變，抑或因測量本身隨時間發生改變所致

（Brown, 2006）；亦即，若構念的平均數、變異數及共變數隨時間出現變化，是否僅僅是
因為測量工具的因素結構、因素負荷量及測量截距等等隨時間發生變化而導致的。為了評

估前者，須確認後者的測量不變性程度。Byrne、Shavelson 與 Muthén（1989）曾將涉及
觀察指標與潛在變項間關係的參數等化限制視為真正的測量不變性，而將潛在變項本身

的不變性檢定稱為結構不變性（structure invariance），前者包括因素結構不變性（factor 
structure invariance）、因素負荷量不變性（factor loading invariance）、截距不變性（intercept 
invariance）、測量殘差不變性（measurement error/residual invariance），後者包括潛在變項
的平均數、變異數及共變數不變性。本研究認為可將前者視為狹義的測量不變性，而將上

述兩類不變性檢定合併視為廣義的測量不變性，這樣有利於本文後續的討論。

在測量不變性的檢定中，因素結構不變性又常稱為構型不變性（configural inv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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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e）；而因素負荷量不變性又常稱為量尺不變性（metric invariance）；且截距不變性又常
稱為純量不變性（scalar invariance），這三種不變性檢定需依序進行且成立後，後續的結
構不變性檢定才有意義；亦即量表的使用者必須先瞭解自己正在測量什麼東西，之後才能

檢定所測量到的東西之間的關聯（Anderson & Gerbing, 1988; Vandenberg & Lance, 2000）。
構型不變性是指在各時間點或組別間的因素個數相等以及因素組型一致，通常被視為是基

準模型，以利後續等化限制依序建立模型巢套關係之參照依據。量尺不變性是指因素負

荷量的值在組間是相等的，被視為是「弱的測量不變性」（weak measurement invariance）
（Meredith, 1993）。由於因素負荷量是潛在變項與觀察指標間的迴歸斜率，因此，若潛在
變項每改變一個單位，對應的觀察變項改變量之期望值在組間是相等的，此時量尺單位

（scaling units）在兩組可視為等值（Schmitt, 1982），故而因素間的關係在跨時間或跨組別
的比較是有意義的。而純量不變性是指上述迴歸關係中的截距項在跨時間或跨組別間具不

變性，被視為「強的測量不變性」（strong measurement invariance）（Meredith, 1993），由於
截距是指當潛在變項為 0時的觀察指標期望值，因此，當截距在各組不變，可視為量尺原
點在各組是相同的（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0），此時因素平均數（潛在變項
平均數）在各時間點或組別間的差異比較是有意義的。

至於測量殘差不變性，則被視為是「嚴格的測量不變性」（strict measurement invari-
ance）（Meredith, 1993）。測量不變性是否須包含測量殘差不變性，相對而言，不若因素負
荷量及截距不變性來得重要（Brown, 2006）。量尺不變性及純量不變性足以保證測量不變
性，此時，具有相同水準的構念將預期會有相同的測量（觀察）變項分數期望值，因為測

量殘差項的變異雖然不相等，但其平均數即期望值為 0（Little, Card, Slegers, & Ledford, 
2007）。因此，當量表達到量尺及純量不變性，若觀察變項平均數在組別間有差異，可推
論出主要是因為潛在變項平均數在組間的差異所導致，而非由無關的測量殘差所造成的

（Brown, 2006; Little, 2013）。另外，在分析操作上，由於本研究使用多群組而非單一組
SEM來進行分析，因此，兩個時間點或組別間相同試題的測量殘差之相關不需因方法學效
應（method effect）而自由估計。
在測量不變性的檢定中，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測量不變性（partial measurement invari-

ance） 的議題。所謂的部分測量不變性，是指在限制等化特定某類參數矩陣或向量時，由
於無法達到合理的適配標準，因此在仍可滿足後續等化限制模型進行的前提下，僅需限

制部分參數具不變性即可。特別是針對量尺不變性及純量不變性這兩種檢定而言，每個

潛在變項至少需兩個因素負荷量及兩個截距項具有不變性，這樣才能滿足接續結構不變

性的檢定條件，讓潛在變項平均數、變異數及共變數在跨組或跨時間的比較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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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gartner & Steenkamp, 1998; Hair et al., 2010）。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在量尺不變性限
制中，除了參照指標外，每一個因素僅需一個觀察指標受到限制即可，其餘皆可放寬（By-
rne, Shavelson, & Muthén, 1989; Steenkamp & Baumgartner, 1998）。然而，Vandenberg 與 
Lance （2000）建議僅限制兩個參數的情形最好是在每個因素僅有少數觀察指標的條件下使
用。而 Little（2013）的相似建議則是，若大部份的觀察指標（例如三分之二）達到不變性，
則有較佳的基礎去探討結構不變性。

此外，由於結構不變性的檢定涉及潛在變項變異數不變性的檢定，因此，在模型辨識

時，潛在變項量尺設定不宜使用固定因子法（fixed factor method），這樣會讓潛在變項的
變異數自動設定為 1，失去跨組潛在變異數比較的意義；宜使用參照指標法（marked vari-
able method）來設定潛在變項的量尺單位，但如此一來，會使得每個潛在變項量尺的參
照變項之因素負荷量不估計，而無法讓所有因素負荷量都接受不變性檢定，導致檢定結果

僅反映出部分量尺不變性；另外，參照指標法會讓其它非參照指標的參數（如其它因素負

荷量或截距）之不變性不容易達成，因為被強迫設定因素負荷量為 1的參照指標在各組間
可能與潛在變項的關係本來就不相等，因而產生一種人造的潛在變項量尺，導致後續的等

化限制無法彰顯組間其它參數真正的異同（Brown, 2006），而且使用此法會讓潛在變項的
變異及平均數非常依賴所選擇的參照指標，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任意選擇參照指標的方式

在跨組比較的解釋中會產生實質的差異（Gonzalez & Griffin, 2001; Little et al., 2007）。同
樣地，為了辨識模型平均數結構，讓潛在變項平均數不變性檢定可以進行，不應讓潛在平

均數為 0，故參照指標的截距項不估計而設為 0，讓潛在變項平均數可以估計，但這同樣
無法讓所有的截距項都接受純量不變性的檢定。近來有學者提倡使用一種稱為效果編碼法

（effect coding method）的量尺設定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Little et al., 2007; Little, Slegers, 
& Card, 2006），讓所有的因素負荷量及截距都可以列入計算考量，其作法是將每個潛在
變項所對應的觀察指標之因素負荷量平均及截距項平均分別設定為 1及 0。這種方式的主
要優點是讓所有因素負荷量及截距的估計是來自所有觀察指標的不偏且最佳的平衡訊息，

使得潛在變項的變異數可來自所有觀察指標可信變異的平均貢獻，讓潛在變項的原始量

尺更符合實際狀況，比起任意決定參照指標的量尺設定法來得真實且有實際意義（Little, 
2013），不過這種設定方式在進行因素負荷量及截距不變性考驗時，所增減的自由度數目
仍與參照指標法一樣。

在模型好壞的判斷上，傳統單組模型的適配度良窳較不常將 χ2作為主要論斷依據，因

為卡方統計量容易受樣本大小及變項多寡的影響，因此其它適配指標如 CFI、GFI、RM-
SEA、SRMR等等較常被使用。而在測量不變性的檢定中，模擬研究發現Δχ2與其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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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指標差異量進行比較下，Δχ2仍然是過於敏感的（Chen, 2007; Cheung & Rensvold, 
2002; Meade, Johnson, & Braddy, 2008）。Cheung 與 Rensvold（2002）利用模擬研究，比
較包含Δχ2在內的 20個適配度指標差異量的變化情形，建議使用ΔCFI、ΔGamma hat、
ΔMcDonald’s NCI這三個較為強韌的統計量來判斷測量不變性。然而 Chen（2007）比較
Δχ2、ΔRMSEA、ΔSRMR與前述三種指標差異量的穩定性後發現，雖然ΔGamma hat
的表現與ΔCFI一樣好，但兩者相關太高，基於 CFI的使用較 Gamma hat廣泛，因此他
建議使用ΔCFI即可；而ΔMcDonald’s NCI的表現並沒有比ΔRMSEA及ΔSRMR好，
因此他並不建議使用。Chen（2007）分別為ΔCFI、ΔRMSEA及ΔSRMR提出判斷測
量不變性的標準，不過他也認為應該以ΔCFI為優先考量，因為後兩者在小樣本（總樣
本 300人以下）時仍會有過度拒絕等其它問題發生。Cheung 與 Rensvold（2002）、Chen
（2007）針對ΔCFI的建議值是 .01，超過這個標準，不變性的假設可能會被拒絕，而 Me-
ade、Johnson 與 Braddy（2008）則是建議不要超過 .002，但這個標準也許過於嚴格，因此，
Little（2013）根據實務經驗建議狹義的測量不變性可用ΔCFI = .01標準，之後的結構不
變性可用ΔCFI = .002或是Δχ2的顯著性 p值 = .001（500人以上大樣本）或 .005（200 
~ 500人小樣本）來檢視。

参參、研究結果

一、模型適配及信效度

（一）模型適配度

各試題在樣本一的偏態係數介於 -0.62 ~ 0.22，峰度係數介於 -0.20 ~ 0.88；在樣本二
的偏態係數則是介於 -0.50 ~ 0.12，峰度係數介於 -0.58 ~ 0.91，絕對值均未超過 1.00，表
示各試題分數的分佈非常接近常態分配，有利於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進行。在一階六因素斜

交結構以及含二階一因素結構之模型適配度的評估上，使用 Kline（2011）所建議的四種
最廣泛使用的適配指標，如表一所示，CFI及 GFI符合一般 .90以上的建議，而 SRMR及
RMSEA也都符合 .08以下的合理適配標準。由此可知，本量表在大學生樣本上具有良好
的六向度結構，同時也顯示一個更高階的心理幸福感構念合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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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兩樣本的模型適配結果

模型 χ2 df p CFI GFI SRMR RMSEA

一階六因素斜交 374.71 120 < .001 0.97 0.91 0.049 0.069

一階六因素二階一因素 458.32 129 < .001 0.97 0.90 0.061 0.076

一階六因素斜交 288.93 120 < .001 0.98 0.92 0.049 0.064

一階六因素二階一因素 317.43 129 < .001 0.98 0.91 0.057 0.065

註：樣本一442人，樣本二349人。

（二）量表信效度

兩次樣本的描述統計、各分量表及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α係數，以及共同樣本

再測信度整理如表二，而一階六因素斜交模型的其它信效度訊息如表三所示。

表二　大學生樣本在心理幸福感18題六向度上的描述統計及信度

量表或變項

樣本一 樣本二 共同樣本

平均數

（標準差）

信度係數

α

平均數

（標準差）

信度係數

α

再測信度

r

正向關係PR 13.29 （2.25） .73 13.49 （2.28） .78 .62

自主AU 12.19 （2.53） .78 12.18 （2.35） .75 .64

環境精熟EM 12.85 （2.33） .85 12.82 （2.20） .80 .59

個人成長PG 14.67 （2.42） .87 14.59 （2.30） .86 .60

生活目的PL 13.17 （2.64） .83 12.90 （2.68） .84 .65

自我接納SA 12.10 （2.44） .81 12.29 （2.46） .82 .63

總量表 78.33 （10.81） .91 78.37 （10.79） .92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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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一階六因素斜交模型的因素負荷量及信度

樣本 試題
正向關係

（PR）
自主

（AU）
環境精熟

（EM）
個人成長

（PG）
生活目的

（PL）
自我接納

（SA）

一 甲 .65 .72 .81 .75 .88 .73

乙 .74 .82 .86 .89 .79 .80

丙 .68 .68 .75 .86 .72 .78

組成信度 .73 .79 .85 .87 .84 .81

平均潛在變異萃取 .48 .55 .65 .70 .64 .59

二 甲 .69 .73 .80 .77 .86 .70

乙 .74 .73 .84 .86 .81 .92

丙 .78 .67 .62 .84 .75 .71

組成信度 .78 .75 .80 .87 .85 .82

平均潛在變異萃取 .54 .51 .58 .68 .65 .61

註： 甲、乙、丙在PR向度上分別代表對應84題版的第19、49、67題；在AU向度上分別代
表第50、68、80題；在EM向度上分別代表第3、21、39題；在PG向度上分別代表第
28、64、70題；在PL向度上分別代表第47、53、59題；在SA向度上分別代表第6、
12、78題。

各試題因素負荷量的效度訊息、以及衍生計算出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都呈現不錯的結果，僅「正向關係」向度在樣本一的平均潛在變異萃取量稍低於 .50的
標準。與過去研究對照下，Clarke等人（2001）獲得的因素負荷量有一半不到 .50，而
Cheng 與 Chan（2005）有三分之一不到 .50，而本研究的因素負荷量大都在 .65以上，甚
至較 Li（2014）使用中老年人為樣本的結果還要好，因此，本量表具有一定的聚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就信度而言，各分量表信度α係數至少在 .73以上，總量表的α
係數亦高達 .91以上，優於過去相關的研究（如 Cheng & Chan, 2005; Clarke et al., 2001；
Fernandes et al., 2010; Ryff & Keyes, 1995），顯示不管是分量表或總量表都具有不錯的內
部一致性。此外，過去研究未曾提出短題版的再測信度資料供參照，本量表提供間隔 2 ~ 
3週的再測信度，其值介於 .59 ~ .65，由於再測信度法又會比內部一致性信度法將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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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列入測量誤差中（Murphy & Davidshofer, 2005），因此這對於每向度只有 3題的
分量表而言，仍頗具一定的穩定性。

表四　心理幸福感量表的六向度相關情形

樣本 變項
正向關係

（PR）
自主

（AU）
環境精熟

（EM）
個人成長

（PG）
生活目的

（PL）
自我接納

（SA）

一

PR 1.00

AU .21（.30） 1.00

EM .43（.56） .43（.50） 1.00

PG .53（.65） .35（.40） .49（.56） 1.00

PL .43（.55） .39（.44） .53（.62） .60（.68） 1.00

SA .48（.63） .43（.54） .59（.70） .41（.47） .49（.56） 1.00

二

PR 1.00

AU .39（.51） 1.00

EM .44（.58） .49（.62） 1.00

PG .59（.72） .50（.59） .46（.55） 1.00

PL .54（.64） .46（.57） .55（.66） .59（.67） 1.00
SA .50（.62） .44（.56） .47（.59） .41（.48） .50（.57） 1.00

註：表內的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皆達至少 .001顯著水準，括弧內為潛在變項間相關。

表四呈現兩樣本分別在六向度分量表的相關性及區辨性，樣本一分量表間的相關係

數在 .21 ~ .60，潛在變項（因素）間的相關則在 .30 ~ .70；樣本二分量表間的相關係數
在 .39 ~ .59，因素間的相關則在 .51 ~ .72，由於因素間的相關是排除測量誤差後獲得的校
正值，因此因素相關會比觀察分數相關高。儘管這些相關不算低，但經計算後發現，任兩

個構念相關的平方皆小於其對應構念的平均潛在變異萃取（Fornell & Larcker, 1981），顯
示各向度間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與過去研究相比，Ryff
（1989b）各分量表間的相關係數在 .32 ~ .76、Ryff 與 Keyes（1995）各分量表間相關係數
在 .13 ~ .46，潛在變項間相關則在 .24 ~ .85；而 Springer與 Hauser（2006）在國家級資料
庫（如WLS、NSFH II、MIDUS）中，發現該量表潛在變項間的相關在 .74 ~ .98、  .65 ~ 
.98及 .48 ~ .87。雖然使用的題數及版本不同，但相較下，本研究兩樣本都顯示出本量表
各向度間的區辨性更大，這可能是該版本確實較佳，或者因為本研究使用較為同質的大學

生樣本，因此相關會降低，區辨性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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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其它常用的主觀幸福感量表之效標關聯效度分析上，如表五所示，心理幸福感各

分量表與生活滿意度、正負向情感及自尊的相關係數之正負情形如預期，可說是具有法則

效度（nomological validity），且各有關變項與六向度間的相關組型也各有差異，可顯示出
心理幸福感六個向度間的區辨性。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自我接納分量

表與生活滿意度、正負向情感、自尊的相關最高，其它分量表的結果則較為混雜或有弱至

中等的相關（Ryff, 1989b; Ryff & Keyes, 1995; Ryff et al., 1994）。

表五　分量表及總量表與其他效標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效標 正向關係

（PR）
自主

（AU）
環境精熟

（EM）
個人成長

（PG）
生活目的

（PL）
自我接納

（SA） 總量表

生活滿意 .28 .10 .30 .19 .21 .52 .36
正向情感 .39 .08ns .30 .34 .35 .44 .43
負向情感 -.21 -.04ns -.23 -.22 -.21 -.28 -.27
自尊 .47 .48 .43 .47 .45 .69 .66
註： ns表示未達 .05顯著水準，其餘未標示則至少達 .05顯著水準。自尊與心理幸福感的相

關使用樣本二資料，其餘使用樣本一資料。

表六　心理幸福感各向度與主觀幸福感變項之因素分析（N = 394）

量表或變項
因素負荷量

心理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

生活目的PL .74 -.38
環境精熟EM .74 -.44
個人成長PG .73 -.35
正向關係PR .60 -.44
自主AU .52 -.16
生活滿意SWLS .24 -.72
自我接納SA .67 -.70
自尊SES .42 -.66
正向情感 .37 -.64
負向情感 -.25 .51
特徵值 4.2（3.1） 1.5（2.8）
累積解釋變異比例% 42.1 56.6
註： 心理幸福感各分量表分數是使用共同樣本第一次施測的資料。探索性因素分析是使用

主軸因子萃取因素並以Oblimin法進行斜交轉軸。在特徵值中，括弧外代表未轉軸前
的結果，括弧內代表轉軸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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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檢查心理幸福感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區辨性，使用共同樣

本獲得如表六顯示的 2個因素。心理幸福感分量表中的自我接納及正向關係有跨因素的傾
向，且自我接納落入主觀幸福感因素下，這與 Keyes等人（2002）發現的結果一致，即心
理幸福感與主觀幸福感雖在概念上相關但仍有所區別，同時也顯示出心理幸福感各向度仍

有些許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區辨性。

二、測量不變性與交叉效度

（一）共同樣本跨時間的測量不變性

由表七檢定結果可知，兩個時間點下的一階六因素斜交模型都有合理的適配度。接

著，將兩個時間點的樣本放在一起，利用多群組 SEM進行構型不變性的檢定，此時的適
配結果亦可接受，即因素結構不變性成立，表示兩組因素負荷量組型是一致的（Horn & 
McArdle, 1992; Vandenberg & Lance, 2000）。然後以此作為因素負荷量不變性檢定的比較
模型，潛在量尺設定是採用效果編碼法，讓所有試題的因素負荷量可在兩組間設定相等，

並利用巢套模型（nested model），將因素負荷量不變性與構型不變性兩個模型進行比較，
結果卡方值差異量 12.22在自由度差異為 12時，並未達到 .05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時
間點下的模型因素負荷量具有不變性。因此，本量表在兩個時間點上符合量尺不變性的條

件，有利於因素間關係在兩個時間點之間的比較。接著，以量尺不變性模型為比較標準，

設定各試題截距在兩時間點上相等，以進行純量不變性檢定，結果發現卡方差異量亦未達

到 .05顯著水準，表示模型在兩個時間點上符合純量不變性要求，有利於潛在平均數在兩
個時間點上的比較。由於量尺不變性及純量不變性獲得支持，因此，這 18題心理幸福感
量表的六因素斜交模型在兩個時間點上符合強的測量不變性。

在測量不變性的檢定中，最嚴格的就是測量殘差變異不變性的成立，本研究檢定結果

發現，在兩個時間點的測量殘差是不相等的，但這結果並無損於測量不變性的成立。事實

上，多數學者認為測量殘差變異相當的假設太過嚴格，很少可以在實務中獲得驗證，且其

對測量不變性的評估不是那麼重要（Brown, 2006; Byrne & Stewart, 2006; Chan, 1998）；測
量殘差可能包含兩個部分，一是試題特定變異（item-specific factor），一是隨機誤差（ran-
dom error），前者會因抽樣變異及測量條件變化而有差異，後者的隨機性使得相等性的期
待變得沒有理論基礎；因此，強迫測量殘差相等並非可行的命題，且當試題特定變異僅是

近似但卻強迫設定測量殘差相等，可能會將殘差散佈到其它模型參數上，導致參數估計的

偏誤（Little et al., 2007）。故而在接下來的結構不變性檢定，不以測量殘差不變性模型為
比較基礎，而是將截距不變性模型視為比較對象，以利變異數、共變數及潛在平均數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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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間進行比較。

在強的測量不變性成立後，所進行的結構不變性之檢定結果發現，卡方差異量 5.09及
19.03都未達到 .05顯著水準。因此，跨時間的六因素變異及共變數可視為相等，不受時間
改變的影響。接著，同時比較兩個時間點對應構念的潛在平均數差異，卡方差異量 14.36
達到 .05顯著水準，表示至少有一個因素的平均數隨時間發生改變，由於本研究是檢定不
同時間點整體不變性，因此，不列出個別潛在平均數在兩個時間點的比較結果，除非是想

要了解潛在平均數變化的軌跡（Brown, 2006）。

表七　共同樣本在兩個時間點的測量不變性檢定

模型 χ2 df p RMSEA CFI ΔCFI Δχ2 Δdf p

單組解

時間點1 325.56 120 < .001 .066 .9738 --- --- --- ---
時間點2 349.86 120 < .001 .070 .9759 --- --- --- ---
測量不變性

構型不變性 675.42 240 < .001 .068 .9749 --- --- --- ---
因素負荷量不變性 687.64 252 < .001 .066 .9749 .0000 12.22 12 > .05
截踞不變性 698.19 264 < .001 .065 .9749 .0000 10.55 12 > .05
殘差變異不變性 788.11 282 < .001 .068 .9712 -.0037 89.92 18 < .001
結構不變性

變異數不變性a 703.28 270 < .001 .064 .9748 -.0001 5.09 6 > .05
共變數不變性 722.31 285 < .001 .062 .9745 -.0003 19.03 15 > .05
潛在平均數不變性 736.67 291 < .001 .062 .9742 -.0003 14.36 6 < .05

註： 使用效果編碼法。在 .05顯著水準下的臨界值，χ2（6）= 12.59、χ2（12）= 21.03、χ2

（15）= 25.00。在.001顯著水準下的臨界值，χ2（18）= 42.31。a變異數不變性模型是

以截距不變性模型為比較對象。

（二）樣本一及樣本二間的交叉效度

由表八可知，樣本一及樣本二間符合因素負荷量相當及截距相當，即量尺及純量不變

性成立，但殘差變異不相等。在此條件下，繼續進行結構不變性的考驗，即以截距不變性

模型為基礎，分別就因素變異數、共變數及潛在平均數不變性進行檢定。結果發現變異數

不變性成立，但共變數在兩組間的差異達到 .05顯著水準。由於本研究的兩個樣本並非如
性別或種族間的比較來得有實質上意義，僅作為量表交叉效度之證據，因此，不擬列出每

一個因素共變數在兩組間的詳細差異情形。最後，繼續進行潛在平均數不變性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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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組間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表八　樣本一及樣本二的測量不變性檢定（交叉效度）

模型 χ2 df p RMSEA CFI ΔCFI Δχ2 Δdf p

單組解

樣本一 374.71 120 < .001 .069 .9729 --- --- --- ---
樣本二 288.93 120 < .001 .064 .9805 --- --- --- ---
測量不變性

構型不變性 663.64 240 < .001 .067 .9764 --- --- --- ---
因素負荷量不變性 677.20 252 < .001 .065 .9763 -.0001 13.56 12 > .05
截踞不變性 689.36 264 < .001 .064 .9762 -.0001 12.16 12 > .05
殘差變異不變性 729.28 282 < .001 .063 .9748 -.0014 39.92 18 < .01
結構不變性

變異數不變性a 695.68 270 < .001 .063 .9762 .0000 6.32 6 > .05
共變數不變性 722.32 285 < .001 .062 .9757 -.0005 26.64 15 < .05
潛在平均數不變性 729.17 291 < .001 .062 .9756 -.0001 6.85 6 > .05
註： 在 .05顯著水準下的臨界值，χ2（6）= 12.59、χ2（12）= 21.03、χ2（15）= 25.00。在 

.01顯著水準下的臨界值，χ2（18）= 34.81。a變異數不變性模型是以截距不變性模型

為比較對象。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本研究針對 Li（2014）的 18題心理幸福感版本進行的一連串信效度考驗，並與過去
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後發現，該版本不僅保有過去版本的優點，同時也提供過去版本較少進

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及再測信度訊息。此外，本研究使用的樣本是大學生，而 Li使用的
樣本是中老年人，由於不論是在模型適配度檢驗或一般信效度上都有不錯的結果。因此，

呼應 Ryff（1989b）所宣稱的，該量表可以適用在所有成人身上的想法。此外，在獲得該
量表信效度正面的回饋後，測量不變性執行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讓量表具有跨樣本交叉效

度，並能夠進行跨時間的測量比較，讓量尺具有相同的測量單位及原點，基於此點，量尺

不變性及純量不變性，亦即強的測量不變性成立是本研究的主要考量。

就本研究目的而言，可從兩種不同的觀點來看測量不變性的內容。若研究目的是為了



145心理幸福感量表簡式中文版

針對量表的交叉效度，也就是從母群中抽取二套有代表性的樣本來驗證量表的心理計量屬

性，那麼廣義測量不變性的各項檢定在這兩個樣本間應該都要能通過，不宜有部分測量不

變性，即使有放鬆限制的地方也須說明特別的理論考量；此時的測量不變性並不需要針對

特定的性別或其他背景變項來處理，純粹就是交叉效度的檢定。然而，若研究目的是在信

任原量表信效度下，進行不同背景或時間下的潛在變項比較研究，那麼狹義的測量不變性

應該要能滿足，部分測量不變性可以被允許，亦即至少要達到部分量尺及純量不變性，然

後才能針對結構不變性進行評估，這時候研究者是希望潛在變項間的關係或潛在平均數的

差異是顯著的，也就是共變數不變性及潛在平均數不變性不要成立，然後在適當的學說理

論指引下，探討這些差異的意義，若有因果關係的可能性，甚至可進一步設定適當的因素

間之路徑關係，來探討組間差異所蘊含的意義。事實上，前一種目的下的交叉效度要求在

實務上很少能達成，主要是具代表性樣本的收集不太可行，以及廣義測量不變性的要求不

易達成，即使可獲得具有母群代表性的樣本，測量殘差也很難在每一個觀察指標上都獲得

組間不變的結果，而 Mulaik（2010）也認為要從母群中抽到具因素不變性的樣本以及在比
較性的因素分析中符合殘差變異不變性的假設，在實務上都有困難。

後一種研究目的，僅要求達到量尺及純量不變性，則較有可能在實務中驗證，例如比

較三種學歷程度者在基本人類價值量表上的測量不變性（Steinmetz, Schmidt, Tina-Booh, 
Wieczorek, & Schwartz, 2009）、性別在大學生生活滿意度量表上的因素不變性（Wu & 
Yao, 2006）、中年與老年人在強的測量不變性建立後所進行的潛在變項路徑結構係數比較
（李仁豪、余民寧，2014）、或是 Little（2013）書中介紹的許多跨時間的潛在變項路徑關
係的實際資料分析。值得一提的是，Little對於測量不變性的看法即屬於狹義測量不變性，
也就是確認達到強的測量不變性後，即可去探討潛在變項在跨時間上的變化情形。就本研

究目的而言，兩個方便取樣的大學生樣本設計，試圖去進行心理幸福感量表交叉效度的確

認，但仍可發現測量殘差變異不變的假設確實在實務上很難達到；而共同樣本跨時間的設

計可歸屬於後者的應用，亦即在狹義的測量不變性中獲得量尺及純量不變性的結果後，發

現大學生心理幸福感的潛在變項平均數會隨時間而改變，這符合心理幸福感理論的期望。 
截至目前為止，本研究遵循傳統作法，對於模型差異的考驗方式仍然以卡方差異量的 

.05顯著水準為主要考量，但若改以ΔCFI = .002來重新檢視不變性的判斷，可發現本研
究跨樣本的所有不變性檢定都成立，沒有任何特定矩陣或向量在兩樣本間出現顯著不同，

達到全然的交叉效度；而在跨時間的共同樣本上，僅測量殘差變異無法獲得全然的不變性，

這也符合過去學者認為的實務困難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跨時間共同樣本的潛在平均

數在ΔCFI標準下有達到不變性，但在Δχ2的標準下卻顯示有差異，這意謂著間隔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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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的大學生心理幸福感雖有變化，但並沒有重大的波動，這符合心理幸福感的理論，因為

心理幸福感是較為功能取向的，不同於 Diener（1984）所提出具有較多情緒成份的主觀幸
福感，因此心理幸福感雖會有波動但不太可能在短期間內有重大的改變。

二、結論與建議

（一）大學生樣本的信效度驗證增加量表的可用性

在量表信效度驗證上，利用臺灣中老年人為對象，選自 Ryff等人（1994）84題心理
幸福感量表而形成的 18題版本（Li, 2014），在本研究大學生樣本上的各項檢驗結果提供
了更多信效度的訊息，不僅在樣本一及樣本二上獲得六因素結構的適配結果，且因素負

荷量、內部一致性信度、因素間的區辨效度，都比 Li使用中老年人為樣本時更高。此外，
與其它研究常使用的不同主觀幸福感量表進行相關分析後，也提供了更多區辨效度與效標

關聯效度的證據。另外，利用共同樣本獲得間隔 2 ~ 3週的分量表相關介於 .59 ~ .65，總
量表相關則達到 .70，提供了過去研究未曾提供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之再測信度證據。最後，
將心理幸福感六個分量表與其他主觀幸福感變項一起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結果出現與

過去研究相同的兩因素解及相似的變項歸屬情形，說明了心理幸福感與傳統主觀幸福感不

僅在理論上有相同及相異之處，在實徵資料上確實也反映出這種異同的支持性證據。

（二）測量不變性檢定結果提供交叉效度並讓量表的跨時間比較有意義

針對量表測量不變性檢定而言，樣本一及樣本二間的跨組比較以及兩個時間點間共同

樣本的跨組比較，都具有強的測量不變性，亦即因素負荷量及截距都具有不變性，因此具

有組別間相同的量尺單位及原點，達到量尺不變性及純量不變性的要求，提供了跨樣本的

交叉效度證據，並有利於心理幸福感在長期追蹤研究中的因素間關係或因素平均數的跨時

間比較。至於其它背景變項的測量不變性亦值得深入檢定，例如該量表在跨性別的測量不

變性已獲得支持（Li, Kao, & Wu, 2015）。但要注意的是，若不針對潛在變項，而是使用觀
察變項分數進行比較的話，由於測量殘差不變性並未獲得十分肯定的結果，因此跨組間的

比較更適用於群體平均數比較，不宜用在跨組間的個人分數比較。事實上，使用潛在變項

來進行跨組比較會比使用觀察變項來得更接近母群真值的比較結果，特別是使用效果編碼

法時，量尺的決定是由所有觀察指標的加權平均而產生，這樣產生的量尺與原來觀察指標

的量尺更一致，也更接近母群真值，當觀察指標本身量尺是有實質意義時，潛在平均數差

異效果量的計算就好像是在觀察指標原始分數上執行一樣地有意義（Little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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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研究及使用建議

本研究樣本僅取自特定學校的方便樣本，可能無法全然地推論到臺灣所有大學生，未

來研究或許可以繼續進行更具代表性樣本的交叉效度檢定，或針對不同年齡層及社經背景

樣本的信效度及測量不變性進行檢定，以獲得更多有利的使用訊息，特別是不同年齡層間

的測量不變性檢定可以確認本量表適用於所有成人的宣稱。此外，可搭配其它量表進行完

整結構方程式模型的驗證，並在模型的測量不變性成立後，依特定理論的指引，進行潛

在變項間路徑關係的設定，以驗證該理論。從實用性的角度而言，對於需要長期追蹤的

調查研究，較短的量表具有減少受試者調查疲勞以及避免樣本流失等優點（Stanton et al., 
2002），已逐漸成為一種趨勢（Rammstedt & John, 2007），尤其是以年紀較大的中老年人、
低教育程度者，甚至是時間匆忙的上班族為研究對象時，簡式量表更能增加其配合的意

願，減少遺漏值，使原始資料所需進行的人工干預（例如平均數取代、多元插補等等）降

至最低，確保研究經費及心力獲得一定的回饋。因此，推薦使用本量表進行心理幸福感的

相關研究，以提升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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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8題心理幸福感量表及描述統計（N = 1185）

平均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正向關係（PR） 13.41 2.23 - .10  .58

1.我喜愛與家人或朋友聊天和分享個人話題 4.55 0.98 - .42  .35

2.人們形容我是個肯付出的人，願意花時間在他人身上 4.28 0.90 - .05  .44

3. 我知道我可以信任我的朋友，而他們也知道可以信任我 4.58 0.85 - .18  .16

自主（AU） 12.20 2.40  .17  .19

4.我對自己的主張很有信心，即使與多數人的共識不同 3.96 0.94  .14  .11
5. 我不是那種會屈服於社會壓力而表現出某些行為或思考
方式的人

4.03 1.00  .07 - .04

6. 我以自己認為重要的價值來評論自己，而非依照別人的
標準

4.21 0.95  .01  .06

環境精熟（EM） 12.93 2.24  .08  .64

7.整體而言，我覺得自己能掌管生活情境 4.28 0.85 - .11  .66

8.我能管理好日常生活中該做的事情 4.34 0.85 - .08  .66

9.我通常能管理好個人財務與事務 4.31 0.90 - .17  .35

個人成長（PG） 14.62 2.33 - .29  .01
10. 我認為有新的體驗來激發自己如何看待自我及世界是很
重要

4.78 0.87 - .18 - .34

11.對我而言，人生是持續學習、改變和成長的過程 4.96 0.86 - .33 - .24

12.我欣見自己看事情的觀點逐年改變且成熟 4.88 0.89 - .47 .36

生活目的（PL） 13.10 2.57 - .09 - .13

13.我喜歡為未來訂定計畫，並努力實踐它 4.33 1.00 - .19  .02

14.我會積極完成已擬訂的計畫 4.19 0.97 - .08 - .00

15.我不是那一種對人生毫無目標的人 4.58 1.02 - .44  .35

自我接納（SA） 12.27 2.42 - .07  .38

16.當我回顧過往，對於大多數事情的結果我感到滿意 3.93 0.95 - .19  .50

17.整體來說，我認為自己有自信且積極 4.05 0.95 - .09  .24

18.當我和身邊朋友相比時，我覺得自己還不錯 4.29 0.92 - .14  .37

總量表 78.52 10.64  .04  .54
註：所有偏態係數標準誤皆為 .07，所有峰度係數標準誤皆為 .14



154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四十六期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the Brief 

Chinese Versi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en-Hau Li Min-Ning Yu

Chung-Shan Med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two aim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obta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formation of Li’s (2014) 18-item 

brief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across samples, and to test its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cross time. Three samples of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named 

as sample I, sample II, and common sample , in which 442, 349, and 394 students, respectively.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chniqu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ix-factor oblique model had good model-fits.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ranged from .73 to .87 for 

subscale scores, and was .91 for the total score; 2 ~ 3 weeks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of subscale 

scores ranged .59 ~ .65, and was .70 for the total score. Based on the 6-factor model, factor loadings 

were among .65 ~ .92 providing convergent validity , and interfactor correlations were ranging .30 ~ .72 

offering discriminant validity . Besides, cross validation was supported. Furthermore, metric invariance 

and scalar invariance existed across groups in the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tests; therefore it ensured 

that the scale can be compared on its constructs across multiple measurement times , including compari-

sons in interfactor correlations and latent means.

Keywords: �cross validation, measurement invariance, metric invarianc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ar 

invariance


